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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面临着两个严峻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寻找一条促使中国改革具

有内在动力、不断深化的途径。综观历史上大的社会转型，往往不同的机遇与选择导致不同的发展

道路和不同的社会后果。因变革途径坎坷挫折而半途而废的例子不在少数。第二个挑战是政治上的

利益分配。中国八十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同时也是一场重新规范权力结构，重新界定社会利益分配

的革命。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利益集团随着改革措施对其利益的影响也在不断的重新分化组合。社

会利益集团的形成与演变必然导致政治的和经济的新的要求与冲突。简言之，中国社会的未来仍然

面临着因社会转型所引起的巨大改革风险与政治压力。我以为，中国改革成功取决于政策制定者是

否可以选择一条分散改革风险、分散政治压力的途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近年来呼声渐高的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国家职能的主张值得商

榷。国家政权之存在，中央权力之必需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在倡导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必须

对中央集权的代价与潜在危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也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一. 中央集权与改革风险    

             

        我以为加强中央集权实质上是选择了一条集中改革风险的道路。主张强化国家职能的一个

潜在前提是认为中央政府较之其它社会机构（地方政府、经济社会实体）能更为有效地使用社会资

源，可以选择与实施更为合理的社会经济政策。然而这个前提是建立在一个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

神话上，即我们可以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然而人类发展史恰恰证明这一神话的危险性。计划

经济在二十世纪的失败与市场经济的兴起在客观上提供了 好的例证。应该看到，中国改革发生在

一个“不确定”（uncertainty）的时代。虽然这种不确定性贯穿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在社会演

变缓慢的过去，前人成功的模式常常可为后人之鉴。但是，今天的世界政治经济模式正发生着深刻

的变化。以大规模生产模式为代表的“福特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二战以来居世界中心的美国经济

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结构性演变。官商结合的日本经济在近年来的经济衰退中迟迟不振，而新的经

济区域的组合正重新划分经济贸易的“国界”。  

           

        从世界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社会转型过程看，中国目前经历的这场变革在起点与结构上都

是十分独特的。西欧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是由分散、封闭

的区域性经济走向统一的国内市场，由分散微弱的领权力走向相对集中强大的中央集权。而中国改

革的起点恰恰相反，它由一个成熟完整的中央集权过渡到社会内在机制的运转，从而逐渐替代行政

的纽带。中国改革的经历亦不同于拉美、亚洲地区的强权国家模式。在这些地区的过渡过程中，政

府职能、尤其是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控制能力从未达到过中国集权模式的广度和深度。因此，政府权

力的演变及扮演的角色与中国改革面临的困难截然不同。  

 

        客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社会转型的特定社会政治背景意味着中国改革并不能简单地套用其

他成功模式，必须在摸索中承受失败的风险。  

   

        如何估价中国改革面临的不确定性呢？值得一提的是，前些年关于中国改革“摸着石头过

河”的说法。笔者以为这一描述是对中国改革处境的贴切写照。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与人类认识能

力的局限性不仅是中国改革的特定困境，也是人类发展过程的基本特点。如果说“摸着石头过河”

是中国改革理性的唯一可行的方案的话，那么，问题的焦点在于谁去摸“石头”，是否有一个 合

适的人或组织承担这一任务？按照加强中央集权主张的思路，这意味着利用中央政府的总体方案去

摸石头。不难想象，这个方案一旦失误，则全国十亿人皆翻降水中。但如果允许不同地区、不同部



门各自尝试，找出一条（或几条）过河途径的机率则大大增加。既使有失败者落水，其后果也会相

应地局部化、地方化。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改革面临的不确定性，那么，选择一条分散改革风险的道路是至关重要

的。正因为此，我以为强化国家职能的主张实质上是选择了一条集中改革风险的道路。加强中央集

权意味着集中社会资源于中央政府，从而限制地方与局部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的可能性。改革的风

险因此集中到中央政府的决策正确与否上。既然所谓“客观规律”并不存在，这一途径犹如一场冒

险赌博。中央政府要能够输掉一场赌博后仍有余力进行第二次、第三次......赌博，就必须通过加

强一统的政治结构和维持强大的国家机器来实现。这样中国改革就会走上“改革困境──中央集权

──改革困境”的恶性循环。可见，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这一思路的潜在代价是十分昂贵的。  

 

 

        二. 中央集权与政治压力    

 

        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随着中央权力的增强，其承担的来自社会各方面

的政治压力也相应膨胀。权力与责任是一对孪生的政治现象。在传统的中央集权模式中，中央政府

揽社会资源、经济发展、百姓生计于一身，虽然拥有绝对的权力，但同时亦邀各种社会矛盾冲突于

中央。这一体制有三个结构性特点：（1）社会的政治化，即社会各领域、各阶层为政治进程的波

动所制约并只能通过政治方式实现其利益；（2）政治的集中化，即中央政府成为社会各种矛盾冲

突的中心；（3）政治的放大化，即局部的地方性的问题与冲突由于必须由中央政府插手解决而表

现为中央政府与社会的矛盾。这种情形在中国改革中仍然存在。中央政府既然揽设计、规划、实施

诸大权于北京，成为改革的主要驱动力，那么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冲突亦必须要反馈到中央政府，形

成强大的政治压力。这样，中央政府在各方政治压力的激流湍浪冲击下必然导致内部的急剧分化，

为派系斗争提供基础。而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因为穷于应付四面八方的压力及接踵而来的各种危

机，其政策也趋于不稳定和不连贯。回顾中国改革前期的经历，经济领域中各项政策的出台与实

施，每每半途而废，转弄蹊径，虽名曰“深化”改革，往往是政治上不得不转移矛盾的无可奈何的

应急措施。  

 

            如何解决社会矛盾导向中央政府是保证中国改革持续发展的一个严重挑战。一个值得

注意的政治现象是，在中国特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中央集权模式导致了社会各阶层群体行为上

的同步性。尽管社会各利益集团的要求与利益十分不同，但由于他们都受到中央政策的直接影响，

并只能通过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来实现其利益，结果是他们在行为上常常表现出一致性，在一定条

件下导致没有组织的大规模集体行为，对社会政治经济诸领域产生巨大冲击。中国自五十年代以来

的恶性政治循环与这种特定的政治现象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应该看到，在十五年来的经济改革中，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央集权的削弱，上述中央集

权引起的弊病也有了明显的改观。第一，社会非政治化的趋势明显增长。市场经济的潮流冲垮了意

识形态所构造的群体界限。金钱的尺度在一定程度替代了政治权力的力量。实现个人利益的渠道由

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社会群体内部的分化导致了传统利益群体的瓦解与重新组合。连对政治一

贯敏感的知识分子阶层也明显地游离于政治运行过程之外。尽管金钱拜物教腐蚀了传统的社会关

系，但在政治学意义上，它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由政治社会到经济社会的转变，使得经济过程

在一定程度上与政治过程分离开来。  

             

        第二，政治的分散化。在传统的中央集权模式中，中央政府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中心。这

一结构造成了社会压力集中于中央的状况。随着近年来地方政府、工作单位分配资源的独立权力的

强化，社会矛盾的重心由中央转向地方，政治冲突亦随之局部化、地方化了。随着地方权力的扩

大，“问题上交”的倾向也转移到新的权力实体。这一趋势一方面表明中央权力的削弱，而在另一

方面也意味着中央政府承受的政治压力与政治冲突也随之减少。  

            



        因此，中央集权的衰落为中国改革走出恶性循环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机遇。这是中国改革在

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突破。在这一前提下，中央政府有可能逐渐摆脱直接的社会压力，过渡到扮演

仲裁者、执法者的角度，保持稳定持续的宏观社会经济政策，引导社会转型的进程。  

           

        然而，主张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潜在危险是导致中国政治运作回到旧的集权模式中去。在

这一模式中，虽然国家职能及国家对资源的控制从表面上看十分强大，但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中

央政府受制于社会各个领域、不同阶层的政治要求，疲于应付连绵不断的政治经济危机，因此只能

是一个被动的不稳定的政权。  

 

 

        三. 中央集权与组织的局限    

 

       强化国家职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的主张是靠一个庞大的“科层组织”（Bureaucracy）

来实现的。中央政府的决策与实施均需要以组织的形式完成。因此有必要在这里讨论一下组织的局

限性。  

             

        本世纪初，当韦伯阐述科层组织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时，他提出科层组织形式是一个理性

的结构，具有高效率、非主观意志的特点。然而组织学领域在近几十年来的大量研究表明，科层组

织的行为常常是非理性的。西蒙（Herbert Simon）早在五十年代就提出了“有限理性”的观点。

他认为由于信息加工能力与组织结构的限制，组织的决策过程是不可能进行理性选择的。组织学家

马奇（James March）在六十年代明确提出组织首先是一个政治联合体，其决策是各种政治力量相

互冲突、相互妥协的结果，因此必然偏离经济学意义上的 优化目标。  

 

        正如韦伯所指出，一旦组织存在，它就有着内在的生命力，力图维持其自身的生存与发

展。组织内在的生存逻辑是什么呢？第一，组织必然表现出历史的依赖性，即为过去经验和其自身

历史演变过程所制约。当经验在组织内部得以保证，信息渠道已经建立起来时，这些因素就会成为

组织结构的一个部份，从而限制组织摄取新的信息的方向和能力。  

             

        第二，避免创新，保持稳定是组织的内在机制。信息渠道一经建立必然走向结构化。任何

组织意欲创新也就不得不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且，组织内部结构同时也是各种利益的分配方案。一

旦组织结构变化，就会导致利益的再分配，这必然会引起既得利益者的顽强抵制。  

             

        组织的这种持续性和稳定性特徵在环境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就会变成一种对内部变革

和创新的桎梏。由此，组织与环境的矛盾就会导致组织的危机。组织作为一种固定的结构，拥有一

定的资源，必然倾向于遏止环境条件的变化以保持自身的优势。特别是当组织在社会结构中占有重

要地位时，这种阻碍作用就更为明显。此外，组织为了维持其原有优势，必然在力图改变客观条件

以利于自身生存的同时，强化其内在的控制机制。正是针对这一情况，美国经济学家阿罗 

（Kenneth Arrow）在《组织的局限》一书中告诫说：“我以为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历史上的

巨大灾难，这种对过去目标的信奉使得我们恰恰在以后的经历表明这一观念必须改变时，反而强化

了 初的承诺。”这一点值得我们生活在不同组织中并试图通过不同组织为社会造福的人们深思。  

             

        从中国社会现实条件看，改造现有的组织体系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运行是一件十分艰巨的

任务。几十年来滋长积累的行政体制的种种弊病是众所周知的。当我们主张强化国家职能时，首先

必须对承担这一功能的组织有一个现实的估计。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我们应该首先对中国科层组织

进行深入的分析，并提出切实的改革措施。  

 

 

        四. 结束语    

 



        关于中国改革的未来发展，我想，改革思路的基本出发点应该是：（1）有利于鼓励不同

地区、单位在不同领域和方向上的尝试，以达到分散改革风险的目的；（2）有利于分散决策过

程，改变地方性社会矛盾冲突导向中央的倾向，从而减少中央政府承受的政治压力；（3）有利于

克服组织结构的局限性，以新的调控手段代替旧的行政组织纽带。  

             

        在上述意义上，加强中央集权的主张似乎没有对中央集权的代价与困难给予足够的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央集权的削弱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来自中央政府有意识“放权”的政策，

而是中央政府实际上无能为力的结果。客观上，这种“放权”实现了社会政治经济利益的重新分

配。而“中央集权”论却意味着收回这些改革利益进行再一次分配。且不论如上所述的这一方案在

理论上是否合理，现实上，中央政府是否还有这样的能力也值得怀疑。其结果极可能加深中央与地

方的矛盾，引起政局动荡，延缓改革的进程。  
 
 
(写于1994年, 载于《国家、市场与社会：中国改革的考察研究》，吴国光编.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

社.) 

 


